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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三线冲突”空间特征及其强度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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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划定“三线”（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有利于合理安排国土

空间资源，识别“三线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可加深对国土空间规划的认识。以省级空间规划

试点区——江西省为例，通过“三线冲突强度指数”识别不同区域“三线冲突”差异，利用空间

自相关分析探究空间特征，并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不同冲突类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

明：研究区内，城镇—生态、城镇—农业、生态—农业、城镇—生态—农业冲突面积分别为

4305.791 km2、2892.894 km2、1845.341 km2、159.444 km2，各类型冲突存在明显的空间聚集性；固

定资产投资强度、建设用地适宜区面积占比和地形位指数分别为城镇—生态、城镇—农业和生

态—农业冲突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城镇化率和距河流距离对城镇—生态—农业冲突强度具

有影响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今后合理布局“三线”、实现国土空间结构优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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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导致农业空间被严重压缩，同时

对生态环境造成了显著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冲突[1,2]。由城

乡规划主导的城镇开发边界、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永久基本农田和环境功能区划领衔的

生态保护红线（以下简称“三线”）成为当前协调各类用地关系、缓解土地利用冲突的

重要手段和政策措施[3-6]。但是，由于土地资源的多功能性以及相关规划部门的利益取向

不同，导致“三线”之间冲突的出现（以下简称“三线冲突”）。结合前人研究[7,8]，本文

将“三线冲突”定义为：因土地资源的多功能性和相关规划部门的利益取向不同所导

致的对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利用方式、分布、数量等方面的不一致与不

和谐[9]。土地资源的多功能性是“三线冲突”的根本原因，相关规划部门的不同利益取

向是“三线冲突”的直接原因。因此，开展“三线冲突”研究，对全面启动国土空间规

划，实现“多规合一”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对“三线冲突”的研究主要从“三线”之间的两两冲突及其布局优化视角

出发[10-14]。如赵燕如等[11]对城市扩张类型和生态景观类型变化的关联进行分析，旨在控制

城市扩张、减少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赵越等[10]对临川区的永久基本农田区和城市开发边

界布局进行优化和协调，试图为区域内的耕地资源保护和城市扩张提供借鉴；袁奇峰等[13]

为保护农业用地而划定城市增长和生态农业保护的边界，以实现在生态农地保护方面的

帕累托最优。以上研究分别从城镇发展和生态保护、城镇发展与农业生产、生态保护和

农业生产之间的统筹协调入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三线冲突”的实践探索，为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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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统筹开发和保护提供了借鉴。然而，当前对“三线冲突”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和

空间特点的研究鲜见报道，对“三线冲突”的影响机制认识不足，这对认识“三线冲

突”形成机理和统一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形成了严峻的挑战。明确认识“三线冲突”的空

间特征以及识别“三线冲突”的关键影响因素，可以高效合理地配置土地资源，同时也

可以加深对“多规冲突”的理解，为构建空间规划体系提供理论依据。

“三线冲突”受到诸多因素的复杂影响，具有空间非平稳性和依赖性。地理加权回归

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GWR）是传统回归分析的拓展，它允许变量

系数存在空间分异，在考虑数据的空间结构基础上进行局部的参数估计，可以有效探测

回归变量的空间非平稳性特征[15-17]。鉴于此，本文以省级空间规划试点区——江西省为

例，通过定义“三线冲突强度指数”明确不同区域“三线冲突”差异性，利用空间自相

关分析揭示不同冲突类型空间格局，并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作用的空

间非平稳性，试图厘清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的作用差异，以期为合理安排国土空间资

源、统筹空间管制、实现国土空间结构优化提供借鉴意义。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江西省（24°29′14″~30°04′41″N，113°34′36″~118°28′58″E）下辖 11个地级行政区、

100个县级行政区，面积为16.7万km2，其中农用地 14.4 万 km2，建设用地 1.27 万 km2，

水域 0.46万 km2。区域内主要地形为

低山、丘陵和盆地，其中北部的鄱阳

湖平原地势平坦，东、西、南三面环

山，中部丘陵和河谷平原交错分布，

地势呈现出由外及里、自南向北、逐

渐向鄱阳湖倾斜的趋势（图1）。近年

来江西省经济发展态势良好，2017年

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20 × 104 亿

元，比上年增长8.7%[18]。在经济快速

增长的同时，区域内土地利用效率不

高、耕地后备资源不足、生态环境质

量不佳等问题不容忽视。而江西省作

为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珠江三角洲经

济区和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腹地，相关

规划确定了其“一圈引领、两轴驱

动、三区协同”的发展新格局[19]，这

使得合理配置土地资源，统筹协调城

乡建设、农业生产和生态保护之间的

关系至关重要。以“三线冲突”分析

为主要出发点，优化区域国土空间结

构、引导土地资源的高效配置，是江

西省此次发展机遇的有效抓手。
图1 研究区地形和范围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errain and extent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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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

1.2.1“三线冲突”强度

本文通过定义“三线冲突强度指数”（Three Line Competition Index，TLCI）以分析

研究区内“三线冲突”的剧烈程度，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9]：

TLCI = S S总 （1）

式中：S为区域内“三线冲突”的面积（km2）；S 总为区域总面积（km2）。

“三线冲突”是三线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可分为城镇开发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冲突

（以下称“城镇—生态”冲突）、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冲突（以下称“城镇—农

业”冲突）、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冲突（以下称“生态—农业”冲突）和城镇开发

边界—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冲突（以下称“城镇—生态—农业”冲突）四种类型。

1.2.2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分析最常用的计算方法有Moran's I、Getis-Ord Gi
*以及各类空间自相关系

数图等[20]。本文选择Moran's I和Getis-Ord Gi
*指数分别从全局和局部分析不同类型冲突的

空间聚集性。Moran's I指数是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空间关联特征判定指标，本文用于探

测区域内四种冲突强度指数是否与邻近位置呈显著相关。Getis-Ord Gi
*指数用于识别具有

统计显著性的热点和冷点区域，从而得到高值和低值要素在空间上发生局部聚类的位置[21]。

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式为[22]：

I =
∑

i = 1

n ∑
j = 1

n

ωij( )χi - χ̄ ( )χ j - χ̄

∑
i = 1

n ∑
j ≠ i

n

ωij( )χi - χ̄ 2
（2）

Zscore =
I -E(I)

var(I)
（3）

式中：n代表研究对象的个数（个）； ωij 代表要素 i和要素 j的权重； χi - χ̄ 、 χ j - χ̄ 分别

是第 i、j个空间单元上的观测值与平均值的偏差；Zscore代表标准化统计量的阈值；E(I)

为观测变量自相关性的期望；var(I)分别代表方差。

Getis-Ord Gi
*指数的计算公式为[21]：

Gi
* =
∑

j

n

wij( )d χi

∑
j

n

χ j

（4）

Z(Gi
*) =

Gi -E(Gi
*)

var(Gi
*)

（5）

式中：E(Gi
*)和var(Gi

*)分别为Gi
*数学期望和方差；wij为空间权重；d为第 i和第 j个要素之

间的临界距离。当 Z(Gi
*)>2.58 时，表示显著的高值聚集；当 Z(Gi

*)介于 1.96~2.58 之间，

表示较显著的高值聚集，高值聚集区为“三线冲突”热点区。

1.2.3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地理加权回归（GWR）是一种考虑空间非平稳性的局部回归模型[15-17]。本文应用该

模型反映不同影响因素在不同地理位置对不同类型冲突强度的影响程度，从而探寻各变

量对不同冲突类型的空间分异特征。其公式如下[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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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 = β0(ui, vi) +∑
k = 1

p

βk(ui, vi) χik + εi i = 1, 2, …, n （6）

式中：yi为 ( ui, vi ) 第 i个样本的坐标（如经纬度）； βk ( ui, vi ) 是第 i个样本上的第 k个回

归参数，是地理位置的函数；εi为第 i个样本空间单元服从均值为0的独立正态分布的误

差； β0(ui, vi) 代表样本 k的常数项；p代表样本总数（个）； χik 代表样本 k的第 i个解释

变量。本文中模型核函数选择为调整型高斯核函数，利用AICc准则检验模型精度[24]。

1.3 变量选取与数据处理

“三线冲突”是一个复杂的综合过程，考虑到“三线冲突”间的两两冲突[25-27]，根据

实际情况，结合数据的代表性和可获取性，从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状况、地理区位

特征、土地利用特征和规划因素五个方面选取14个具体指标分析对“三线冲突”的影响

（表1）。其中地形位指数（x1）描述的是高程与坡度的变化对土地利用的影响，海拔高、

坡度大的区域阻碍城镇发展且生态环境稳定性差，农业生产成本高；植被覆盖度（x2）

高的地方生态服务功能强，对城镇用地扩张有限制作用；居民点密度（x3）高的地方，

对建设发展和农业生产要求高，对周边生态环境也有影响。人口（x4）、人均GDP（x5）、

城镇化率（x6）、固定资产投资强度（x7）是区域内经济发展状况的体现，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区域内土地利用需求越大。距河流距离（x8）、距主要公路距离（x9）以其可达性和导

向性影响土地利用方式，区位条件好的地方具有较高的可达性，土地利用方式的布局更具

有综合性。现有的土地利用特征决定了其转化为其他用地类型的可能性，通过土地利用丰

富度（x10）、优质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比（x11）、建设用地适宜区占总面积比（x12）和生态功

能重要区占总面积比（x13）分析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特征，探索现有土地利用方式与“三线

冲突”的关系。规划是对土地资源未来利用方式的预期安排，从规划角度选取新增建设用

地指标（x14）反映区域内未来土地利用安排，探索其对“三线冲突”的影响。

在已收集的数据基础上，结合数据特点和可计算性，通过ArcGIS将所有数据统一投

影到Xi'an_1980_GK_Zone_20坐标系统下，并将矢量数据划分为 1 km×1 km的格网，通

表1 影响因素变量和说明

Table 1 Impact factor variables and description

一级指标

自然环境条件

社会经济状况

地理区位特征

土地利用特征

规划因素

二级指标

地形位指数（x1）

植被覆盖度（x2）

居民点密度（x3）

人口（x4）

人均GDP（x5）

城镇化率（x6）

固定资产投资强度（x7）

距河流距离（x8）

距主要公路距离（x9）

土地利用丰富度（x10）

优质耕地占总耕地面积比（x11）

建设用地适宜区占总面积比（x12）

生态功能重要区占总面积比（x13）

新增建设用地指标（x14）

单位

—

—

—

万人

元/人

%

万元

km

km

%

%

%

%

hm2

数据来源

30 m×30 m DEM（http://www.gscloud.cn/）

遥感影像波段（http://www.gscloud.cn/）

江西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2015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2017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2017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2017年）

各地级市统计年鉴及统计公报（2017年）

电子地图数据集（http://www.tianditu.gov.cn/）

电子地图数据集（http://www.tianditu.gov.cn/）

江西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2015年）

耕地质量等别年度更新评价分析报告（2017年）

江西省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专题数据（2017年）

江西省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专题数据（2017年）

江西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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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格网内“三线”叠加反映该区域“三线冲突”状况；栅格数据则均按50 m×50 m的标

准重采样，保持数据处理过程中的一致性。

2 结果分析

2.1“三线冲突”空间分布特征

将得到的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城镇开发边界和生态保护红线进行叠加分析，提取

“三线”在空间上的冲突图斑。为避免各类冲突强度指数计算的混乱，最终的两两冲突面

积由“城镇—生态—农业”冲突擦除获得。对研究区内“三线冲突”图斑和面积进行统

计，其中城镇—生态冲突图斑6190个，面积为4305.791 km2；城镇—农业有2092个冲突

图斑，共 2892.894 km2；生态—农业冲突图斑 3330个，面积为 1845.341 km2；城镇—生

态—农业有 887 个冲突图斑，共 159.444 km2；四类冲突面积分别占研究区面积的

2.578%、1.732%、1.105%和0.095%。计算研究区100个县（市、区）的TLCI值，结果表

明（图2）：城镇—生态、城镇—农业、生态—农业和城镇—生态—农业冲突强度指数分

别在 0~0.257、0~0.468、0~0.056和 0~0.012之间，城镇—农业冲突强度较大，城镇—生

态—农业冲突强度最小。

2.2“三线冲突”空间集聚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研究区城镇—生态、城镇—农业、生态—农业和城

镇—生态—农业冲突强度的Moran's I指数依次为0.524、0.486、0.483和0.348，均通过了

显著性检验（Z >2.58，P<0.01），表明研究区四类冲突强度在99%的置信度下具有显著的

空间正相关性，存在明显的空间集聚。热点分析结果显示（图3），四类冲突的热点空间

分布情况不一样：城镇—生态冲突热点主要分布在武宁、修水等县，即多分布于研究区

四周的边缘山区；城镇—农业冲突热点聚集在青山湖区、东湖区等县（市、区），多位于

研究区中北部且呈零散分布；生态—农业冲突热点区域较小，主要在余干县、丰城市等

县（市、区），即大多分布研究区北部的鄱阳湖周边；城镇—生态—农业冲突热点明显分

布在万安县和瑞金市，主要为南部的山地丘陵区。空间集聚特征表明，研究区四种冲突

类型具有显著地域性，空间聚集明显。

2.3 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模型

将四类冲突强度指数与离差标准化[28]处理后的影响因素进行相关性分析，得到结果

如表 2 所示，后续研究仅对相应的显著相关因素分析。经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OLS）诊断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发现地形位指数、植被覆盖度和土地利用

丰富度与城镇—农业冲突强度指数的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VIF）大

于5，即存在多重共线性[29]。为降低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在对城镇—农业冲突的后续分析

中不再考虑地形位指数、植被覆盖度和土地利用丰富度。

以四类冲突强度指数为因变量，将与因变量相关并通过共线性检验的影响因素作为

自变量，进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模型检验结果显示（表3），不同类型冲突强度的GWR

模型较传统的OLS模型相比，其AICc分别降低了 3.989、3.396、4.994、28.287个单位，

R2
adj分别提高了0.056、0.027、0.020、0.239个单位，表明考虑了空间非平稳性的GWR模

型对研究区的冲突强度拟合优度要强于OLS模型，能较好地解释各因素对冲突强度作用

的局部规律，可进行下一步的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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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不同类型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GWR模型中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可以反映该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能力，将不同类型

冲突强度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进行空间可视化，可以直观地反映各因素作用的空间差异。

2.4.1 城镇—生态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由图4可知，对城镇—生态冲突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和土地

利用丰富度。固定资产投资强度与城镇—生态冲突呈正相关关系，影响程度由西南向东

北方向逐渐增强。这是因为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越大，单位土地承载的经济投入越高，经

济发展对土地资源特别是建设用地的需求更大，更容易侵占生态用地[30]；因此固定资产

投资强度越高，城镇—生态冲突强度指数越大。固定资产投资强度大的区域，对区域经

济的发展要求高，而城镇—生态的冲突本质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冲突[31]；在研究区

图2 江西省各县市区“三线冲突”强度分布
Fig. 2 Distribution of "three lines" conflict index of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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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固定资产投资强度最大的区域位于中北部，即省会南昌市周边，东北部较西南部受省

会城市影响更大，因此东北部城镇—生态冲突对固定资产投资强度较西南部更为敏感。

土地利用丰富度与城镇—农业冲突呈负相关关系，其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布情况与固定资

产投资强度一致，即自西南向东北方向逐渐增强。土地利用丰富度是表征区域内土地利

用方式的丰富程度，是研究区土地利用方式多样性的定量化表达[32]。在土地利用丰富度

高的地区要求土地管理者对区域内的土地利用安排更为有序合理，而城镇—生态冲突的

出现是土地利用安排不一致的结果，因此土地利用丰富度越高，城镇—生态冲突强度指

数越低。土地利用丰富高的地区较土地利用丰富度低的地区土地利用安排更为合理，城

镇—生态冲突是土地利用安排不合理的表现之一，而研究区东北部土地利用丰富度较西

南部高，所以东北部城镇—生态冲突受土地利用丰富度的影响较西南部更为显著。

图3 江西省“三线冲突”强度指数Z(Gi
*) 值分布

Fig. 3 Distribution of the Z(Gi
*) values of "three lines" conflict index of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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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城镇—农业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由图 5 可知，建设用地适宜区面积占总面积比 （以下简称“建设用地适宜区占

比”）和居民点密度是城镇—农业冲突强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建设用地适宜区面积占比

对城镇—农业冲突的影响由南部向北部正向增强。根据《江西省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相

关技术规范》 [33]对研究区100个县（市、区）的分类可知，建设用地适宜区面积占比大，

则说明该区域为城市型县（市、区），城市型县（市、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保障粮食安

全[34]，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对永久基本农田的需求，所以建设用地适宜区面积占比越

大，城镇—农业冲突强度越大。根据热点分析结果可知，城镇—农业冲突聚集在省会南

昌市周边（研究区中北部），而城市型和农业型县（市、区）也多分布在研究区北部，因

此区域内北部城镇—农业冲突受建设用地适宜区面积占比的影响较南部更为显著。居民

点密度与城镇—农业冲突呈负相关关系，其影响作用由北部向南部方向逐渐减弱。这是

因为居民点密度大的区域多位于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即地势平缓的平原，而永久基本

农田保护区在划定过程中为了满足人类日常生活需要，多布局城镇周边，因此居民点密

度越高的区域，城镇—农业冲突强度指数越小。在研究区内，南部地形主要为山地丘

陵，北部为地势平缓的平原区，较南部更适合城镇发展，人类居住活动便利，因此在研

究区北部城镇—农业冲突受居民点密度的影响较南部更为显著。

2.4.3 生态—农业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从图6可知，对生态—农业冲突起主要作用的影响因素为地形位指数和人口。地形

位指数对生态—农业冲突的影响由东南向西北逐渐负向减弱。这是因为地形位指数对生

态—农业冲突的影响是地形和高程的综合作用[35]，地形位指数高的区域其高程或坡度较

高，农业生产成本较高，不宜布局为基本农田保护区，这些区域较适合生态用地的布

表3 不同类型冲突强度GWR模型较OLS模型参数估计比较

Table 3 Comparison of GWR and OLS model parameter estimation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onflict strength

冲突类型强度指数

OLS模型

GWR模型

GWR模型对模拟精度指标的提高

城镇—生态

AICc

-114.228

-118.217

-3.989

R2
adj

0.333

0.389

0.056

城镇—农业

AICc

-208.830

-212.226

-3.396

R2
adj

0.530

0.557

0.027

生态—农业

AICc

-44.713

-49.707

-4.994

R2
adj

0.174

0.194

0.020

城镇—生态—农业

AICc

-73.362

-101.648

-28.827

R2
adj

0.123

0.362

0.239

表2 “三线冲突”强度指数与影响因素相关性分析结果

Table 2 Results of the intensity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three lines" conflict

冲突类型强度指数

城镇—生态

城镇—农业

生态—农业

城镇—生态—农业

冲突类型强度指数

城镇—生态

城镇—农业

生态—农业

城镇—生态—农业

x1

0.251*

-0.346**

-0.404**

—

x8

0.197*

-0.279**

-0.287**

-0.223*

x2

—

-0.378**

—

—

x9

—

-0.254*

—

—

x3

0.211*

0.521**

—

—

x10

-0.380**

0.278**

0.260**

—

x4

-0.288**

—

0.331**

—

x11

—

—

—

—

x5

—

0.365**

—

—

x12

—

0.706**

—

—

x6

—

0.432**

—

0.252*

x13

0.210*

-0.220*

—

—

x7

0.214*

0.464**

—

—

x14

-0.231*

0.249*

0.243*

—

注：*表示显著相关（P＜0.05），**表示极显著相关（P＜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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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所以地形位指数越高，生态—农业冲突强度指数越低。在研究区东南部主要为山地

丘陵，适合生态用地发展，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本身多建于低丘缓坡，地形的稍微起

伏都可能不会发展为基本农田保护区，与生态保护红线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小，因此受地

形位指数的影响更敏感；而在区域内西北部相对平缓的地区，有足够的平缓区域发展永

久基本农田保护区，且由于北部鄱阳湖国家湿地公园的存在，生态—农业冲突发生的可

能性大，因此研究区东南部受地形位指数的影响较西北部更显著。人口与生态—农业冲

图4 城镇—生态冲突强度影响因素空间分异

Fig. 4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wn-ecology conflict intensity impac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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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呈正相关关系，其影响作用由南向北逐渐正向增强。这是因为人口聚集区多为资源竞

争区[36,37]，所以人口越多的地区，生态—农业冲突强度指数越大。研究区北部人口较南部

多，为满足对粮食生产的需要，北部多永久基本农田，而人口的减少伴随着对粮食需求

的降低，因此与生态保护红线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小，所以北部生态—农业冲突受人口因

图5 城镇—农业冲突强度影响因素空间分异

Fig. 5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wn-agriculture conflict intensity impac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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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的影响较南部更为显著。

2.4.4 城镇—生态—农业冲突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从图7可知，城镇化率对城镇—生态—农业冲突的影响表现为在区域南部及西北部

呈负相关关系，在中北和东北呈正相关关系，且在东北部影响程度最大，即回归系数绝

对值最大。这是因为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升的过程中带来了城市建设和经济发展的快速

发展，但也带来了城乡发展不平衡、水土资源紧张和环境质量下降的诸多问题[38,39]。研究

区中北部及东北部城镇化率较南部和西北部高，所以城镇化率对城镇—生态—农业冲突

的影响在中北部和东北部较南部和西北部更为显著。距河流距离与城镇—生态—农业冲

突的关系以负相关关系为主，这是因为研究区主要河流为赣江且呈南北走向从中部贯穿

整个区域[40]。而在区域中北部为鄱阳湖，人类生活多泽水而居，同时水资源丰富的区域

对农业生产的灌溉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此距河流距离越近，其城镇—生态—农业冲突

强度指数越大。

“三线冲突”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根据对不同冲突类型强度影响因素分析发

现：不同冲突类型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如城镇—生态冲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固定资产

投资强度和土地利用丰富度，对城镇—农业冲突起主导作用的影响因素是建设用地适宜

区占比和居民点密度，生态—农业冲突受地形位指数和人口的影响最大，城镇—生态—

农业冲突主要受城镇化率和距河流距离的影响。地形位指数、土地利用丰富度和新增建

图6 生态—农业冲突强度影响因素空间分异

Fig. 6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ecology-agriculture conflict intensity impac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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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指标与两两冲突强度指数均相关，但与城镇—生态—农业冲突强度指数不相关；

对城镇—生态—农业冲突有影响的因素不一定对两两冲突有作用，如城镇化率仅对城镇

—农业冲突有影响，而与城镇—生态和生态—农业冲突不相关；距河流的距离则与四类

冲突强度指数均相关，且存在不同的空间作用规律。由城镇化率和距河流距离对城镇—

生态—农业冲突强度的影响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状况和地理区位特征对“三线冲突”的

影响较自然环境条件和规划因素影响更大。因此在社会经济状况良好和地理区位特征具

有明显优势的地区应着重从系统视角出发，综合设计“三线”划定，合理配置土地利用

方式，增强实施管理，以缓解“三线冲突”强度[41]。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矢量格网数据监测“三线冲突”，分析区域内“三线冲突”的空间特征及冲

突聚集热点区，并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识别不同类型冲突的影响作用。结果

表明：研究区城镇—生态、城镇—农业、生态—农业和城镇—生态—农业冲突面积依次

为4305.791 km2、2892.894 km2、1845.341 km2和159.444 km2；不同类型冲突强度指数介

于 0~0.257、0~0.468、0~0.056和 0~0.012之间，其热点分别分布于边缘山区、省会南昌

市周边、鄱阳湖流域周边和南部山地丘陵区，空间集聚明显；自然环境特征、社会经济

状况、地理区位特征、社会经济因素、土地利用特征和规划等因素对不同类型冲突的影响

不一样，不同类型冲突的主要影响因素也不一样，不同影响因素其空间作用趋势也不同。

现实工作中“三线冲突”问题因相关规划部门的多元化价值取向不同而难以避免[42]。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3,9]，从图斑层面探讨不同类型冲突的空间格局特征，可以认识其

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与空间特点，从而针对性地进行“三线”布局的优化调整，划定

“三生空间”管制界限，为可持续发展预留空间，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利用GWR模型对

“三线冲突”不同类型的影响因素进行空间定量化分析，明确不同类型冲突的主要影响因

素，有助于完善“多规冲突”与“多规合一”的研究理论框架及分析方法，加深对国土

图7 城镇—生态—农业冲突强度影响因素空间分异

Fig. 7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town-ecology-agriculture conflict intensity impact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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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规划的理解，并为合理布局国土空间、高效配置资源、集约利用土地提供经验和借

鉴。通过对应用GWR模型得到的结果与OLS模型结果对比分析，发现不同冲突类型的

AICc值至少降低了3个单位，R2
adj分别有所提高，说明GWR模型在空间非平稳性数据建

模方面的解释能力和拟合优度要强于OLS模型，这与邱孟龙等[43]、隋雪艳等[44]的研究一

致，可以较好地说明应用GWR模型得到的结果的科学性与可靠性。

“三线冲突”实质上是土地利用多功能性和区域发展目标追求之间的不匹配，区域发

展建设与资源环境保护关系密切，而目前的研究多关注国土空间规划与城镇扩张[45]、农

用地变化[46]和生态安全格局[47]之间的单一关系研究，未来应进一步加强规划对区域发展

与生态保护的冲突协调机制研究，以期为区域内土地资源的统筹协调利用提供借鉴。不

同规划部门的利益取向不同是“三线冲突”的直接原因，而本文仅从空间上分析“三线

冲突”，稍显单薄，未来研究应系统梳理不同规划部门对“三线”的概念理解以及在“三

线”划定过程中所采取的不同技术。追根溯源，从直接原因入手，使研究更加立体化。

此外，“三线冲突”的表现形式、作用机理和协调机制极其复杂，不仅涉及自然环境条

件、社会经济状况、地理区位特征等方面的因素，还受到人为等因素的干扰，因此本文

对影响因素的选取研究有待进一步完善和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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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tensity factors
of "three-line conflict" in Jiangxi province

YI Dan, ZHAO Xiao-min, GUO Xi, HAN Yi, JIANG Ye-feng, LAI Xia-hua, HUANG Xin-yi
(College of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Jiangx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Poyang Lake Basin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Ecology, Nanchang 330045, China)

Abstract: Delimiting three lines (permanent basic farmland protection zones, urban growth

boundaries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redlines) scientifically is conducive to rational

arrangement of land space resources and identifying the "three- line conflict" intensity factors

can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national space planning. This study took the provincial

spatial planning pilot area-Jiangx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recognized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of "three- line conflict" by defining the "three- line conflict intensity", revealed it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by using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analyz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fferent types of conflict intensity by applying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GW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conflict areas of town-ecology, town-agriculture, ecology-

agriculture and town-ecology-agriculture were 4305.791 km2, 2892.894 km2, 1845.341 km2 and

159.444 km2, respectively. There is obvious spatial clustering in the conflicts of town-ecology,

town- agriculture, ecology- agriculture and town- ecology- agriculture. The main influencing

factor of town-ecology conflict is the intensity of fixed assets investment, and the leading factor

of town-agriculture conflict is the proportion of suitable area of construction land. The ecology-

agriculture conflict is most affected by the topographic index, and the town-ecology-agriculture

conflict is mainly affected by urbanization rate and the distance from river. The research results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ational layout of the "three lines"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land

structure.

Keywords: three-line conflict; spatial pattern;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model; im-

pact factor; Jiangx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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